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与“格物致知”——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by 乐爱国
朱熹《孟子集注》
解“尽心知性”与“格物致知”
———兼论牟宗三的误解
乐爱国
［提要］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诠释为“泛认知主义”，又认为朱熹以《大学》“格
物致知”诠释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，因而“尽心”是“认知地尽”，非孟子意。但事实上，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之“知”
是主客一体的“德性之知”，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，而且朱熹把“格物致知”与“尽心知性”联系起来，主要是为
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“格物”对应于“知性”而为先，“致知”对应于“尽心”而在后，并不是要用“格物致知”
诠释“尽心知性”。从“格物致知”的角度看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，而朱熹
《大学章句》解“格物致知”，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，并进一步推展格“天下之物”。这样的理解，不仅可
以看到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对于《大学章句》解“格物致知”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，而且能够揭示出《大学
章句》解“格物致知”的真正内涵，又能避免把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看作“认知地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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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在《大学章句》作了“格物致知补传”，又
担心受到误解，而在《大学或问》中做了进一步解
释。其实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对“尽心知性”的诠
释，也可看作是“格物致知”的重要内涵。现代学
者对于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理解，多据“补传”所谓
“即物而穷其理”而望文生义为现代主客二分意义
上的认知论，或牟宗三所谓“泛认知主义”。至于
朱熹《孟子集注》对“尽心知性”的诠释，则往往被
看作是朱熹以《大学》为中心的对《孟子》的解读，
是“认知地尽”“不合孟子原意”［1］(P． 403)。笔者以
为，理解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，不仅要以《大学章
句》“补传”为依据，还应当参照朱熹的其他文本，
尤其要参照《孟子集注》;只有通过《大学章句》与
《孟子集注》的相互参照，才能既把握《大学章句》
解“格物致知”之要义，又能对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
心知性”有正确的认识。
一、“格物致知”的认知论解读及其问题
《大学章句》把“格物”界定为“即物而穷其
理”，把“致知”界定为“致吾之知”，认为“欲致吾
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”［2］(P． 7)。在这里，“格
物”之“物”是“天下之物”。朱熹《大学或问》对此
作了解释:“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，则心之为
物，实主于身，其体则有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，其用则
有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情，浑然在中，随感而
应，各有攸主，而不可乱也。”［3］(P． 526 － 527)也就是说，
所谓“天下之物”，首先是“心之为物”，然后依次
向外:“身之所具”“身之所接”“外而至于人”“远
而至于物”。这里所谓“天下之物”，分为“心之为
物”和“心外之物”，但实际上是以心之为物为中心
不断扩展的天下之物。事实上，朱熹《大学或问》
的解释，就是为了避免“不求诸心，而求诸迹，不求
之内，而求之外”，把“格物”只是理解为格心外之
物。他还说:“人之所以为学，心与理而已矣。心
虽主乎一身，而其体之虚灵，足以管乎天下之理;
理虽散在万物，而其用之微妙，实不外乎一人之
心，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。然或不知此心之
灵，而无以存之，则昏昧杂扰，而无以穷众理之妙。
不知众理之妙，而无以穷之，则偏狭固滞，而无以
尽此心之全。此其理势之相须，盖亦有必然者。
是以圣人设教，使人默识此心之灵，而存之于端庄
静一之中，以为穷理之本;使人知有众理之妙，而
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，以致尽心之功。”［3］(P． 528)认
为格心之为物是“即物而穷其理”之根本。
关于“致知”之“知”，朱熹称之为“吾之知”。
他还说:“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，莫
不有理。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未尽也。是以
《大学》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
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”［3］(P． 7)显然，“致
知”是人根据自己心中的“已知之理”，“即物而穷
其理”，进而将“吾之知”推至乎其极。《大学或
问》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:“昔者圣人……于其始
教，为之小学，而使之习于诚敬，则所以收其放心、
养其德性者，已无所不用其至矣。及其进乎大学，
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，因其所知之理，推而究
之，以各到乎其极，则吾之知识，亦得以周遍精切
而无不尽也。”［3］(P． 527)由此可见，朱熹所谓“已知
之理”是“德性之知”，“致知”是“德性之知”的推
而究之，不是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和知识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朱熹虽然讲格天下之物，既格
心之为物又格心外之物，但对格心外之物，抱以谨
慎态度。首先，格心外之物，“须当察之于心”。他
说:“天下之理，偪塞满前，耳之所闻，目之所见，无
非物也，若之何而穷之哉!须当察之于心，使此心
之理既明，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，则不至于泛
滥矣。”［4］(P． 400)可见，格物，首先是格心之为物，并
根据此心之理而格心外之物。其次，格心外之物，
须要切己:“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，不务切己，即
是《遗书》所谓‘游骑无所归’矣。”［4］(P． 400)朱熹还
说:“格物，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。待自家者已定
叠，然后渐渐推去，这便是能格物。”［4］(P． 248)再次，
格心外之物应当与格心之为物互相发。据《朱子
语类》载，问“格物莫若察之于身，其得之尤切”。
曰:“前既说当察物理，不可专在性情，此又言莫若
得之于身为尤切，皆是互相发处。”［4］(P． 401)由此可
见，朱熹的“格物”主要是格心之为物，而格心外之
物必须以格心之为物为基础，格心外之物必须统
一于格心之为物。
明代王阳明把朱熹“格物”中的格心外之物与
格心之为物分割开来，从而把朱熹的“格物”仅限
于或误读为格心外之物，因而有“庭前格竹”之说。
明末的科学家也把朱熹的“格物”仅限定于格心外
之物，而与西方科学接轨，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科学
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胡适推崇朱熹的“格物”对于
现代科学的价值:“程氏兄弟及朱熹给‘格物’一语
的解释十分接近归纳方法:即从寻求事物的理开
始，旨在借着综合而得最后的启迪。”［5］(P． 8)后来又
认为，朱熹言“即物而穷其理”“这便是归纳的精
神”“‘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
之，以求至乎其极’，这是很伟大的希望，科学的目
的，也不过如此。”［6］(P． 366)显然，胡适也属于误读。
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史》从“道德及修养之方”
来阐述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是穷理;“致知”达到
“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
明”的境界。他还说:“用此修养方法，果否能达到
此目的，乃另一问题。”［7］(P． 920)冯友兰晚年说:“朱
熹的这篇《补传》实际上分为两段。在‘豁然贯通
焉’以前为前段，以后为后段。前段的要点是‘即
物而穷理’，说的是增进知识，后段的要点是‘吾心
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’，说的是提高精神境界。这
本来是两回事，分开来说本来是可以的。朱熹全
篇文章是把‘即物而穷理’作为‘吾心之全体大用
无不明矣’的方法，这就成为问题了。这就是把两
回事混为一回事，把‘为学’和‘为道’混为一谈，
这就讲不通了。”［8］(P． 178)显然，在冯友兰看来，朱熹
“格物”所获得的知识与“精神境界”无关，是现代
主客二分意义上的知识。
牟宗三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诠释为泛认知主
义。他说:“盖朱子所谓‘物’本极广泛，一切事事
物物皆包在内。不徒外物是物，即吾人身心上所
发之事亦是物。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等即是心上
所发之事，故亦是物。‘穷，是穷在物之理’。就心
上所发之事以穷其理，亦是‘穷在物之理’。此是泛
认知主义，把一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对。”［1］(P． 324)其
结果是“只剩下心知之明与在物之理间之摄取关
系，而真正的道德主体即泯失”［1］(P． 354)。
现代所谓认知，是人作为认知主体对于客观
对象的认知。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二分，人的
知识来源于客体。与此不同，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，
是人对于以心之为物为中心的天下之物的认知，
虽然包含了对心外之物的认知，但还是要统一到
对心之为物的认知。而且，“即物而穷其理”之
“理”，既是物之理又是心之理而统一为性理。朱
熹在比较“智”与“知”之不同时说:“‘智’字自与
知识之‘知’不同。智是具是非之理，知识便是察
识得这个物事好恶。”［4］(P． 2421 － 2422)也就是说，知识
不仅要知得事物，还要知得该事物在人的心目中
之好坏。因此，人既是认知主体，又是认知客体，
人的知识来源于自身所谓“吾之知”，“致知”是
“致吾之知”，这就是“德性之知”。重要的是，现
代知识与道德相互分离，而与之不同，朱熹通过
“格物”而“致知”，以使“德性之知”至乎其极，既
是认知过程，又是道德修养过程，知识与道德并非
截然分离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人既是认知主体，
又是道德主体，并且能够使道德主体的境界得以
提升，正如每个人面对自己，认知自我的过程，也
是道德修养提升自我的过程;谁也不会认为曾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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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仅仅只是主客二分的认知
过程。
显然，胡适和冯友兰对于“格物”的诠释根本
不合乎朱熹的本意。牟宗三认为，在朱熹那里，就
心上所发之事以穷其理，与就外物以穷其理，“一
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对”。事实上，朱熹强调“格
物”以格心之为物为主，格心外之物必须统一于格
心之为物，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，所以，格心之为
物与格心外之物，并不是“一切平置而为认知之所
对”。牟宗三又认为，在朱熹的“格物”中，“真正
的道德主体即泯失”。事实上，朱熹的“格物”既是
认知主体对于物的认知，又是道德主体自我认知
的道德修养过程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过程。因此，
牟宗三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看作是现代主客二分
的认知论、泛认知主义，这与朱熹的本意相距
甚远。
二、《孟子集注》对“尽心知性”的解读
《孟子·尽心》曰: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
性则知天矣。”汉代的赵歧注曰:“性有仁义礼智之
端，心以制之，惟心为正，人能尽极其心，以思行
善，则可谓知其性矣。知其性则知天道之贵善者
也。”［9］(P． 2764)以为能尽其心，则知其性。程颐结合
《易传》说:“尽其心者，我自尽其心;能尽心，则自
然知性知天矣。如言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’，以序
言之，不得不然，其实，只能穷理，便尽性至
命也。”［10］(P． 292)
宋乾道六年(1170 年)，朱熹《答张敬夫问目》
引述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，并指出:“心体廓然，初
无限量，惟其梏于形器之私，是以有所蔽而不尽。
人能克己之私，以穷天理，至于一旦脱然，私意剥
落，则廓然之体无复一毫之蔽，而天下之理远近精
粗，随所扩充，无不通达。性之所以为性，天之所
以为天，盖不离此而一以贯之，无次序之可言
矣。”［11］(P． 1397 － 1398)这里把“尽心知性”解释为“穷天
理”。次年，朱熹作《尽心说》，认为《孟子》“尽心
知性”是指“人能尽其心，则是知其性”，还说:“人
之本心，其体廓然，亦无限量，惟其梏于形器之私，
滞于闻见之小，是以有所蔽而不尽。人能即事即
物，穷究其理，至于一日会贯通彻而无所遗焉，则有
以全其本心廓然之体，而吾之所以为性与天之所以
为天者，皆不外乎此，而一以贯之矣。”［11］(P． 3273)这里
把“尽心知性”解释为“即事即物穷究其理”。同
年，朱熹又作《胡子知言疑义》，其中说道:“孟子尽
心之意，正谓私意脱落，众理贯通，尽得此心无尽
之体，而自其扩充，则可以即事即物，而无不尽其
全体之用焉尔。……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则尽心知
性者，致知格物之事。”［11］(P． 3555)这里把“尽心知
性”与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联系在一起。
一般认为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最初草定于淳熙
初年(1174 年前后)。［12］(P． 66)据推断，当时，《大学
章句》“补传”亦基本完成。此外，朱熹还在《答江
德功》中赞同程颐把“格物”解读为“格，至也，格
物而至于物，则物理尽”，并指出:“夫‘天生烝民，
有物有则’，物者，形也。则者，理也。形者，所谓
形而下者也。理者，所谓形而上者也。人之生也，
固不能无是物矣，而不明其物之理，则无以顺性命
之正，而处事物之当，故必即是物以求之。知求其
理矣，而不至夫物之极，则物之理有未穷，而吾之
知亦未尽，故必至其极而后已。此所谓‘格物而至
于物，则物理尽’者也。”［11］(P． 2037 － 2038)这里已经把
“格物”解读为“即是物以求之，知求其理”，当是
朱熹所谓“即物而穷其理”的雏形。
淳熙四年(1177 年)，朱熹写成《孟子集注》，
在诠释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时指出:“心者，人之神
明，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性则心之所具之
理，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。人有是心，莫非全
体，然不穷理，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。故
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，必其能穷夫理而无
不知者也。既知其理，则其所从出，亦不外是矣。
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物格之谓，尽心则知至
之谓也。”［2］(P． 356)至淳熙十六年(1189 年)，朱熹
《大学章句》完稿。
“穷理”一词，出于《易传》所谓“穷理尽性以
至于命”，郑玄注曰:“穷其义理，尽其人之情性，以
至于命，吉凶所定。”［13］(P． 55)程颐以此与《孟子》
“尽心知性”相对应。应当说，无论是朱熹《答张敬
夫问目》将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诠释为“穷天理”、
《尽心说》诠释为“即事即物穷究其理”，还是朱熹将
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诠释为“即物而穷其理”，其中的“穷
理”都是来自《易传》所谓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朱熹在撰《答张敬夫问目》、
《尽心说》之前所作《杂学辨·吕氏大学解》，对于
《大学》“格物”是否包含格心外之物，已经抱谨慎
态度，一方面认为“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，小而一
物之所以然，学者皆当理会”，另一方面又认为“格
物”并非“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”，［11］(P． 3493)以
至于无法确定《答张敬夫问目》《尽心说》在讲《孟
子》“尽心知性”时所谓的“穷理”是否就是后来
《大学章句》“补传”即天下之物的“穷理”。若是
就先后而言，朱熹是先把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诠释
为“穷理”，尔后才有淳熙初年《大学章句》“补传”
即天下之物的“穷理”。
对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的解读，朱熹从语言
结构的次序上，强调“知性”在先，“尽心”在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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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朱子语类》中对此多有讨论:“‘尽其心者，知其
性也。’‘者’字不可不子细看。人能尽其心者，只
为知其性，知性却在先。”“‘尽其心者，知其性
也。’所以能尽其心者，由先能知其性，知性则知天
矣。知性知天，则能尽其心矣。不知性，不能以尽
其心。‘物格而后知至。’”［4］(P． 1422)朱熹认为，“尽
其心者，知其性也”的语言结构次序，应当是先知
得性，后尽得心，正如《大学》所谓“物格而后知
至”。他还认为，《孟子》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”的
语言结构，与所谓“得其民者，得其心也”(孟子原
话:“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”)相似。由此可见，朱熹
《胡子知言疑义》讲“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则尽心知
性者，致知格物之事”以及《孟子集注》讲“以《大
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物格之谓，尽心则知至之谓
也”，其中所谓“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”，特别强调
“序”，就是要按照《大学》中“物格而后知至”的语
言结构次序，对应于《孟子》“尽其心，则知其性”，
以“物格”对应于“知性”而为先，以“知至”对应于
“尽心”而在后，并不是要用“物格”诠释“知性”，
用“知至”诠释“尽心”。
在朱熹那里，无论是对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的
解读还是对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的解读，都是依据
于《易传》所谓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，其中的“知”
都是“德性之知”，并不是主客二分的“见闻之知”
或科学之知，所以，朱熹除了从语言结构的次序上
讲“知性”“物格”在先，“尽心”“知至”在后，也偶
尔以“物格”诠释“知性”、以“知至”诠释“尽心”。
他在《大学或问》中说:“《孟子》之所谓知性者，物
格也;尽心者，知至也。”［3］(P． 514)《朱子语类》中也
有类似的记载，比如，朱熹说:“知性也，物格也;尽
心者，知至也。‘物’字对‘性’字，‘知’字对
‘心’字。”［4］(P． 1422)
除此之外，朱熹还用《孟子》所谓“扩而充之”
解读“格物致知”之“致”。《孟子·公孙丑》载孟
子曰:“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……凡
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
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，不足
以事父母。”对此，程颐说:“人皆有是道，唯君子为
能体而用之。不能体而用之者，皆自弃也。故孟
子曰:‘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;苟不充之，不足以
事父母。’夫充与不充，皆在我而已。”［11］(P． 321)如上
所述，朱熹《答张敬夫问目》在解读《孟子》“尽心
知性”时不仅讲“穷理”，而且讲“扩充”。朱熹《孟
子集注》注“扩而充之”曰:“四端在我，随处发见。
知皆即此推广，而充满其本然之量，则其日新又新，
将有不能自已者矣。能由此而遂充之，则四海虽
远，亦吾度内，无难保者;不能充之，则虽事之至近而
不能矣。”［2］(P． 240)还说:“大人之所以为大人，正以其
不为物诱，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。是以扩而
充之，则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而极其大也。”［2］(P． 297)
重要的是，朱熹与其门人在讨论《大学》“格物
致知”时论及《孟子》“扩而充之”。据《朱子语类》
载，任道弟问:“‘致知’章，前说穷理处云:‘因其
已知之理而益穷之。’且经文‘物格，而后知至’，却
是知至在后。今乃云‘因其已知而益穷之’，则又
在格物前。”曰:“知先自有。才要去理会，便是这
些知萌露。……只是如今须著因其端而推致之，
使四方八面，千头万绪，无有些不知，无有毫发窒
碍。孟子所谓:‘知皆扩而充之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
始达。’‘扩而充之’，便是‘致’字意思。”［4］(P． 324)应
当说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“格物致知补传”所谓“致
知”为“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”，是“知”的扩充，
而孟子所谓“扩而充之”是“心”的扩充;朱熹以孟
子的“扩而充之”解说《大学》的“致知”，可以表明
“致知”之“知”即是“心”的“德性之知”，而不能误
解为，在朱熹那里，孟子的“扩而充之”是主客二分
的知识的扩充。由此亦可见得，无论是朱熹《孟子
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，还是《大学章句》解“格物致
知”，其中的“知”，都不可能是主客二分的认知和
知识。
三、牟宗三对《孟子集注》的误解
牟宗三《心体与性体》第四部，专门阐述朱熹
思想。按照朱熹学术历程，先阐述朱熹三十七岁
前，接着阐述“中和旧说”“中和新说”，然后是朱
熹撰《仁说》，又有朱熹对《大学》的诠释，对《孟
子》的诠释，对心性的讨论，对天地理气的讨论，等
等。但事实上，朱熹的学术在“中和旧说”“中和新
说”之后，经历了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。先是接着
“中和旧说”“中和新说”继续向内探究心性，然后
以内为中心，逐渐向外。所以，朱熹在“中和新说”
稍后，就先有《答张敬夫问目》《尽心说》《胡子知
言疑义》对《孟子》以及心性的讨论，以至于撰《仁
说》，然后才有对《大学》的诠释。问题是，在牟宗
三《心体与性体》中，朱熹《答张敬夫问目》《尽心
说》被安排在对《大学》的诠释之后，而在对《孟
子》的诠释中加以阐述。牟宗三还认为，朱熹《答
张敬夫问目》《尽心说》对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的
诠释，“已涵《大学补传》之义，并自此即以格物穷
理致知解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”，其中所谓“扩
充”，“却是认知地扩充”。［1］(P． 396 － 398)按照牟宗三
所言，在朱熹那里，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的“知”如
同现代主客二分的知识，同时，朱熹又以《大学》
“格物致知”的“知”诠释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中的
“知”，使之也如同主客二分的认知，因而《孟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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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扩而充之”不是“心”的扩充，而是“认知地扩
充”。然而，笔者则认为，在朱熹那里，先是《孟子》
“尽心知性”中的“知”被诠释为“德性之知”，“扩
而充之”是“德性之知”的扩充，然后才是《大学》
“格物致知”，格天下之物;由于“天下之物”是以
心之为物为中心的天下之物，格天下之物是以格
心之为物为中心的格物，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与
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，既有相同的一面，其中的
“知”都不是主客二分的知识，而是“德性之知”，
是“德性之知”的扩充，但又有不完全相同的一面，
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之“知”只是“知性”，而《大
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之“知”则不仅要知得心之为物，
还要从心之为物为中心，推广到心外之物。当然，
在朱熹那里，“格物致知”虽然包括格心外之物，但
都是“德性之知”的扩充，最终又都归属于“德性之
知”。这就是所谓“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
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”。
牟宗三特别不赞同朱熹对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
性”的解读。他批评朱熹《孟子集注》所谓“能极
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，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
者也”，“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物格之谓，尽
心则知至之谓也”，认为朱熹讲“尽心”是由于“知
性”，是“因果颠倒，不合孟子原句之语意，而历来
亦无如此之读解者，此所谓异解也”，还说:“‘知
性’是格物穷理，由‘穷夫理而无不知’以明‘极其
心之全体而无不尽’，……是则‘尽心’之尽乃是认
知地尽，此非孟子义。”［14］(P． 368)又说:“依孟子，‘尽
心’之尽，是道德地尽，非认知地尽，是充分实现或
体现之意，扩充之意，非格物穷理之意也。是则
‘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’，句意是能充分实现或体现
人之本心者便能明白人之性，犹言‘能尽其心者就
知其性了’。‘知’是明白洞晓之意，非格物穷理之
‘知’也。‘知’即在尽中知。……除朱子外，无作
颠倒因果之异解者，亦无以格物穷理之知性说明
心之尽者。朱子如此说‘尽心’，正是认知地尽，此
显非孟子意。”［14］(P． 371)
显然，牟宗三对于朱熹解读《孟子》“尽心知
性”的研判，除了不赞同朱熹所谓“能极其心之全
体而无不尽者，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”，还把
朱熹所谓“以《大学》之序言之，知性则物格之谓，
尽心则知至之谓也”解为“‘知性’是格物穷理，由
‘穷夫理而无不知’以明‘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
尽’”。如前所述，朱熹讲“知性则物格之谓，尽心
则知至之谓也”，主要是按照《大学》中“物格而后
知至”的语言结构次序，对应于《孟子》“尽其心，
则知其性”，并不意味着“知性”就是格物穷理，
“尽心”就是“知至”。
当然，朱熹本人偶尔也有貌似以“物格”诠释
“知性”、以“知至”诠释“尽心”的言论，后世有学
者以此为据，解读朱熹对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的
诠释。明代王夫之认为，朱熹《孟子集注》讲“知性
而后能尽心”不及说“尽心然后能知性”为长，“若
必要依《注》，亦只可云能察识吾性实有之理，则自
能尽其心以穷天下之理;必不可以知性为格物
也”［15］(P． 359)。显然，王夫之以为朱熹是以“物格”
诠释“知性”。清代毛奇龄《四书改错》也认为，朱
熹所谓“尽心则知至之谓”是以“尽心”之“尽”训
“知至”之“知”。对此，戴大昌《驳四书改错》指
出:“朱《注》云:‘性即心所具之理，……故能极其
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，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
也。’故曰‘尽心即知至之谓’，并未以‘尽’训
‘知’，毛氏何得訾其以尽心为知心乎。”［16］(P． 237)牟
宗三则明确反对朱熹讲“尽心”是由于“知性”，而
认为“历来亦无如此之读解者”，同样也不赞同把
“知性”诠释为“物格”。
应当说，在朱熹那里，《孟子》“知性”只是知
得人的心性，《大学》“格物”“物格”则是要格得
“天下之物”之理，并非只是格得心之为物之理，而
且还要格得心外之物之理，就这一意义上说，“知
性”不完全等同于“格物”、“物格”;但是，格心外
之物之理，是以格心之为物之理为中心，是以“知
性”为中心，就这一意义上说，不仅《孟子》“知性”
即是《大学》“格物”、“物格”，而且《大学》“格
物”、“物格”也即是《孟子》“知性”。最为关键的
是，朱熹所谓“知性则物格之谓，尽心则知至之谓
也”中的“知”，不应当理解为主客二分的主体对客
体的“知”。
由于在朱熹那里，认知与道德则是不可分的，
所以牟宗三认为朱熹的“尽心”之尽乃是认知地
尽，其中的“认知”应当是与道德是不可分的，而不
是与道德截然相分的现代所谓认知。从表面上
看，与那种将道德与认知分离开来而只是强调道
德优先相比，朱熹讲道德与认知不可分，其道德力
量有所减杀，但是，朱熹强调认知对于道德的支
撑，相较于将道德与认知分离开来讲没有支撑的
“悬空”道德，实际上是增强了道德的力量。从这
个意义上讲，在朱熹那里，“尽心”之尽，不可能只
是“认知地尽”，而应当是以认知为支撑的道德地
尽;同样，“格物致知”也不可能只是认知论或泛认
知主义，而应当是以认知为支撑的或者内涵认知的
道德工夫论，可以引申出认知论，但不等于认知论。
结语
笔者认为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“格物致知补传”
中的“物”是“天下之物”，既不只是心之为物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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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是心外之物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心之为物与
心外之物的并列相加，而是以心之为物为中心的
既向外又向内而构成的整体。因此，“格物”既不
只是格心之为物，即向内的“格心”，也不只是格心
外之物，而是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的格天下之物。
由这样的格物所获得的知识，并非现代主客二分
的客观知识，而是主客一体的“德性之知”。在现
代朱子学研究中，有不少学者把朱熹的“物”理解
为心外之物，把“格物致知”理解为主客二分的认
知，这是对于朱熹“格物致知”的误解。
在朱熹的“四书”中，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
《中庸》同样重要，互为补充。朱熹说:“先读《大
学》，以定其规模;次读《论语》，以立其根本;次读
《孟子》，以观其发越;次读《中庸》，以求古人之微
妙处。”［4］(P． 249)朱熹讲“先读《大学》”，但这并不意
味着以《大学》为中心，以《大学》去诠释《论语》
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。然而，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中，有
不少学者把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理解为主客二分的
认知，而与西方哲学接轨，朱熹《大学章句》“格物
致知补传”受到重视，其在朱熹哲学思想中的重要
性被过度夸大。牟宗三说:“宋明儒之大宗实以
《论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易传》为中心，只伊川朱子以《大
学》为中心。……是故《大学》在伊川朱子之系统
中，其比重比以《论》《孟》《中庸》《易传》为主者为
重，对于其系统有本质上之作用，而在其他则只是
假托以寄意耳。”［17］(P． 20 － 21)在牟宗三看来，朱熹哲学
以《大学》为中心，是以《大学》诠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
《中庸》。但事实上，在朱熹那里，《大学》只是“初学
入德之门”［2］(P． 37)。朱熹说:“学须先以求放心为
本。致知是他去致，格物是他去格，正心是他去正，
无忿懥等事。诚意是他自省悟，勿夹带虚伪，修身
是他为之主，不使好恶有偏。”［4］(P． 1409)可见，在一定
意义上，朱熹更为强调《孟子》的心性之学。
不可否认，在朱熹那里，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
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是不同的，但又有相同之
处。牟宗三认为朱熹以《大学》为中心，所以不仅
把朱熹《大学章句》解“格物致知”看作泛认知主
义，而且进一步认为朱熹是以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
诠释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，是“认知地尽”。然而笔
者以为，朱熹以“四书”为中心，在朱熹那里，《大
学》与《孟子》没有主次之分，只有读书的先后之
分，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与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可以
相互诠释，既可以以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诠释《孟
子》“尽心知性”，也可以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诠释
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。以“格物致知”诠释“尽心知
性”，则“尽心知性”中的“尽”和“知”，是“格物致
知”地“尽”和“知”，而不能是认知地“尽”和“知”，
因为“格物致知”不只是主客二分的认知;以“尽心
知性”诠释“格物致知”，则“格物致知”中的“知”
是“尽心知性”地“知”，既是“即物而穷其理”，又
是“尽心知性”。正如唐君毅所说:“朱子所说格物
穷理之事，虽似为致知以求理于外，亦同时是尽心
以知性于内。”［18］(P． 206)这就是以《孟子》“尽心知
性”诠释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，把格物穷理诠释为
“尽心以知性于内”。
重要的是，无论是《孟子》“尽心知性”还是
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，其中的“知”都不能是主客二
分的认知和知识，而是与之不同的主客一体的“德
性之知”;只有这样的理解，才能避免把朱熹《大学
章句》解“格物致知”误解为泛认知主义，把朱熹
《孟子集注》解“尽心知性”误解为“认知地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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